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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混合可达性与空间滞后模型的多元分析模型来研究江苏经济活动与可达性空间分布的关系。结果

表明：①经济活动与可达性的中心外围区域在空间上具有相似性，中心主要集中在苏南地区，而外围区域主要为苏

北地区。②城镇经济活动具有马太效应，高行政级别的县域在经济发展中占有一定的优势。③由于江苏的产业转移

政策分离了劳动人员与研发人员，经济活动人口比经济活动产值更趋向于空间分散。④对大多数城镇来说，自身的

经济活动对距其 2h 范围内的其他城镇的经济活动有积极作用。改善城镇交通，尤其是连接经济活动活跃城镇与欠

活跃城镇的交通，使其时间距离缩短到 2h以内将有助于活跃区域整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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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达性最早由 Hansen提出
［1］
。它是交通系统的主要产品，也是交通基础设施最直接的空间影响。通常认为，可达性的提高

可以缩短城市间时间距离
［2-3］

，产生显著的“时空压缩”效应
［4］
。区域可达性差异有时候可以作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工具，边

缘区域或不发达区域可达性提高，区域空间收敛，经济活动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就会降低，生产就有可能转移到低工资区域，最

终刺激当地经济并推动经济趋近于更高水平地区
［5］

。相反，可达性的提高也可能促使资源流向中心更发达的地区，强化中心区

域的经济优势，影响区域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与可持续发展。 

交通建设与区域经济活动的相互关系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刘海隆等采用生产函数模型定量模拟了交通可达性在经济发

展中的作用，并认为可达性的分异特征与经济分布特征相一致
［6］

；金凤君等采用生产函数模型研究考察交通投资与经济增长的

关系，发现交通先行的地区经济发展效果也相当显著
［7］

；黄晓燕等采用区域交通优势度评价海南省通达性与经济发展空间格局

后发现两者并不吻合，但交通优势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空间耦合程度较高
［8］

；刘传明等依据交通与经济的组合类型分析湖北省各

类型县域分布规律，验证了“综合交通可达性的改善是实现高经济发展水平的充分而非必要条件”的观点
［9］

；程钰等通过构建

11 种交通可达性和经济发展水平组合类型研究济南都市圈交通可达性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发现县域可达性水平与经济水平空间

分布相适应
［10］

；AntonioPaez 采用空间自回归模型分析了东亚经济活动空间一体化格局发现，可达性对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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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有限
［5］
；Anabela Ribeiro等分析可达性与人口、人均购买力之间的关系发现，可达性提高与人口增长，与购买力的变化没有

明显的关系
［11］

。从现有研究来看，可达性与经济活动的分析手段还较少，大量学者在研究可达性与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时聚焦

于可达性与经济活动两者之间的二元关系或其空间匹配程度的描述，较少有研究提出一个合理的多元分析模型研究两者的关系。

即使交通网络完善，区域可达性的提高使得所有区域经济都出现增长，但是一些区域绝对差异性因素的存在，如行政等级的差

异，仍然可能使得区域经济活动与可达性空间分布不一致；或者，即使城镇可达性提高程度并不明显，但是因受到区域外围其

它经济活动较强城市的影响，可能会产生溢出效应，加强域内经济活动，从而使得两者空间分布不一致。 

鉴于此，本文将采用一个混合可达性指标与空间滞后模型的多元分析模型来研究江苏经济活动与可达性空间分布的关系。

讨论可达性以及涉及行政和对研究区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外部核心城市两个固有因素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为理解和认知江苏交通

网络格局与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现象规律提供科学支撑，为区域交通规划研究提供理论与实证借鉴。 

1 研究区域与数据 

江苏是我国沿海地区的重要省份，省内大部分城镇是长三角经济区的主要城镇。在 1978年率先实行了改革开放，经济快速

发展，形成了以无锡、苏州等为代表的“苏南模式”。2012 年 GDP 达到 54058.22 亿元，增长率达到 10%。然而在经济高速发展

的同时，省内经济发展却极为不平衡：2012 年昆山市 GDP 是金湖县 19 倍，至少有 10 个县域 GDP 规模不及昆山或江阴的 1/10；

张家港、太仓、常熟、扬中等县域人均 GDP达到 10万元，同时有一半县域人均 GDP低于 5万元。江苏南、北和县域、地级市间

的差距影响了区域综合实力和省内凝聚力的提高，形成苏南、苏中、苏北三大板块。以 2012 年江苏行政区划为准，将 13 个地

级市市区和 48个县域（包含县级市）视为研究单元，则共有 61个研究单元（图 1）。 

有大量的因素可以用于解释经济活动分布的原因
［12-15］

，而本文对经济活动影响的可能性因素提出两个研究性假设：第一，

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是否与可达性有关。第二，行政等级和域外重要城市在经济活动中是否有显著作用。因此选取数据主要有

测算可达性的交通矢量数据、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和二三产业 GDP、县域行政单元等级为控制变量，域外主要城市影响因素则以距

离上海时间距离为控制变量。从以往文献来看，吴玉鸣
［14］

认为，县级市毕竟与一般的以农村经济行为为主的县域不完全相同，

国家和省级政府在投资、政策等方面给予县级市不同于一般县域的优惠支持，在研究中需引入行政等级控制变量。同时 Ribeiro

认为，无论区域最初状态是什么，经济活动从哪个地区开始，区域首府（与中国省会相对应）在经济活动的后期，总是会成为

经济活动的聚集地或聚集地之一
［6］

。地区行政首府与经济活动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综合考虑，本文将县域行政等级设定为虚

拟变量省会所在县域=2，地级市所在县域=1，其它县域=0。 

需要解释的是，由于城市集中了大量的经济生产活动，一产相关的经济活动较少，因此选取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和二三产业

GDP 总值表示县域经济活动。经济活动影响因素除了可达性外，仅选择行政单元等级和距离上海时间距离两个因素作为控制变量，

一方面是因为，在下文的计量模型中包含了经济规模、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城镇等级等要素与影响经济活动的其它传统因素如

科技水平、市场等具有共线性。在江苏，通常市场、人口、经济规模、科技活动在高等级行政区划和规模化二三产业中水平也

更高。另一方面经多次对模型计算后，从计量角度来看，过多的经济活动影响因素有碍本文的第二个研究问题，因为交通对其

他影响因素也会产生一定作用，使其他影响因素显著性扩大，如外商投资的溢出效应等，因此聚焦于可达性和区域不易改变的

因素选择行政单元等级和距离上海时间距离因素为作为控制变量较为适宜。经济数据主要来自《2012江苏统计年鉴》，各研究单

元互通时间数据 tij依据有关文献研究方法获取
［16］

，在此不做赘述。 



 

2 概念与模型 

2.1可达性指标 

可达性测算指标区位优势潜力模型反映各城市在空间上所受中心城市空间“合力”。侧重于节点城市与经济重心城市的相互

作用
［17-19］

。公式为： 

 

式中：Ai为 i地的可达性水平；tij为 i地到 j地的成本大小，可以是时间成本也可以是空间成本；wj为 j地的引力水平，在

这主要考虑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或二三产业总产值；a 为距离摩擦系数,一般取 1。这个模型反映各节点在经济上所受其它节点的

影响。 

2.2多元分析模型 

2.2.1包含可达性的多元分析模型 

在大多数研究中
［6-10］

，可达性被认为与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关联性，Paze
［5］

和 Ribeiro
［6］

认为可达性与经济的关系可以概括

为以下形式： 

 



式中：Ai同式（1）；wi为 i 地的经济活动水平；Xi为经济发展的其他影响因素。式（2）表示经济活动受到可达性和其他因

素的影响。 

假设可达性与经济活动的关系为一个多元分析模型，将可达性变量 Ai 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解释变量，则该多元回归分析模

型为： 

 

式中：wi、Ai与式（1）相同；β为可达性影响系数；xik为影响 i 地经济活动的 k 类影响因素（在此即为行政单元等级和距

离上海时间距离）；θk为 k类影响因素的系数；εi为误差项。取 a=1将式（1）代入式（3），tij同式（1），则有： 

 

2.2.2模型的空间计量形式 

调整式（4）为矩阵形式： 

设县域间成本矩阵 ，则成本权重矩阵 M为 。在空间计量模型中，成本

权重矩阵通常表示为空间上的关系，主要有简单的二值邻接矩阵，i、j 两地行政边界有重合，即两地相邻则 Mij=1，否则为 0；

基于欧式距离的二值矩阵，设定空间距离阈值 D，如果 i、j两地距离在 D以内，则 Mij=1，否则为 0。 

通过以上分析，采用矩阵形式表示式（4），用 W 表示 wi矩阵，M 表示 Mij矩阵，x 表示 xik矩阵，θ表示θk矩阵，ε表示εi

矩阵，则式（4）可以表示为： 

 

式中：W 为经济活动水平矩阵（二三产业从业人员、二三产业总产值）；M 为空间权重矩阵；MW 表示可达性对经济活动的影

响；X为其它影响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因素；θ为其它影响因素系数矩阵；ε为常数项矩阵。 

经过调整，可以看出，式（5）是经典的空间自回归模型，即空间滞后回归模型。模型中的参数及显著性可以通过极大似然

估计（MLE）进行估算。模型中，MW为可达性模型（1）的矩阵形式，表示可达性经济潜力，M为时间成本 tij的 n×n矩阵，W为

经济活动水平 wj的 n×1 矩阵。因为包含其他影响经济活动的因素 X 也被纳入式（5）中，因此可达性被认为是包含在空间滞后

回归模型中，影响经济活动的因素之一。 



2.2.3时间距离权重的设置 

Miller指出“接近性是地理空间的一个核心组织原理”，随着世界日益“缩小和破碎化”，地理学第一定律（TFL）中所阐述

的“接近”概念有必要从“空间接近”拓展为“时空接近”。在空间相互作用模型中不考虑时间因素影响而仅以邻接性或某种空

间距离函数等确定空间权重所做的空间相关联分析不再能够客观反映真实的空间关联
［20］

。采用时间因素作为空间邻接评价标准

并以此作为空间关联权重矩阵 M更具有现实意义。 

假设用 t(i,j)表示 i地到 j地的最短时间，以时间距离 T为阈值，i地到 j地时间成本 tij在 T分钟以内（≤Tmin），则 Mij=0，

表示 i、j两地有关联可以相互影响；否 Mij=0（＞Tmin），表示 i、j两地没有关联相互没有影响。 

3 结果分析 

3.1可达性空间分布 

依据式（1），用二三产业的总产值和二三产业总从业人员计算江苏省各县域经济活动的可达性。上海作为长三角中心城市，

其经济总量较大，对江苏南部城镇影响较大，尤其是太仓、昆山等地。在前期的测算中，没有上海，则区域中心在靖江、江阴

一带，而加入上海考虑则出现双中心，且昆山可达性无论是二三产业总值还是从业人员可达性均排名第一，明显中心向南偏移，

因此在测算的时候将上海经济活动一并考虑（图 2）。 

①可达性在空间上有明显的中心外围、南高北低的特征。无论是总产值还是从业人员，可达性都呈现出南高北低的态势。

除了边缘城镇宜兴以外，苏南城镇可达性得分均超过 50，而苏北地区则没有城镇超过 30，连云港和徐州省界地区的城镇均在 15

分以下，尤其是 GDP 可达性，有 11 个城镇低于 15 分。苏北地区的低水平可达性有可能降低边缘城镇的经济活力。苏中、苏南

地区，仅有位于区域边缘的南京、高淳、如东和启动低于 30 分，其它城镇均在 30 分以上，虽然南京经济活动较为活跃，但是

其边缘区位影响了其与江苏其他城镇的经济联系，因此得分较低。 

②可达性高分区城镇密集连片。可达性极高区域出现双核结构，分别是在江阴、靖江和昆山、太仓一带，一方面体现了上

海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力，另一方江阴和昆山虽然为县级城镇，与苏北县域城镇相比具有绝对的区位优势，较高的经济实力对区

域发展有一定的作用。扬州市、姜堰市，在 GDP 可达性中没有达到 50 分，而在从业人员可达性中高于 50 分，并将泰州市和扬

中市包含在内，如果进一步优化两地与南部城镇的交通，则泰州和扬中将与周边高可达性区域连成一片，形成新的连片高可达

性区域，将有助于推动 30~50分可达性区域往苏北扩大。 



 

3.2基于时间权重矩阵的经济活动空间关联性 

在依据上文模型（5）分析可达性与经济活动的关系之前，需要确定空间权重矩阵 M，即确定经济活动的空间关联性，并据

此来设置时间成本阈值 T。分别对二三产业 GDP 和从业人员计算空间自相关指数，分析经济活动的空间关联时间尺度。以 0.5h

为时间跨度，将县域间时间距离 0.5h、1h、1.5h、2h、2.5h、3h、3.5h、4h作为时间阈值来设置权重矩阵，计算县域二三产业

GDP 和从业人员的 Moran值（表 1、图 3）。 

 



 

①经济活动随时间阈值的扩大由空间分散演变为空间聚集再趋向于空间分散。在 0.01 显著性性水平下，二三产 GDP和从业

人员在 1.5h 以后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生产总值和从业人员 Moran 值分别在 1.5h~3h 和 1.5h~2.5h 大于 0.2，因此可以认为，

经济活动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性。其空间相关性随时间距离增长，由弱正相关（Moran’s I<0.2）变为强正相关（Moran’

s I≥0.2）再趋于弱正相关，说明随时间阈值的扩大，空间自相关从空间分散演变为空间聚集再变为空间分散（图 4、图 5）。 



 

②经济活动的空间关联性存在一个合理的时间范围。二三产业 GDP 和从业人员同时在时间距离阈值 2.5h 时 Moran’s I 最

大，分别为 0.7952和 1.1784，且均通过 0.01显著性水平检验，经济活动在时间阈值为 2.5h尺度上具有强烈正相关。从局域空



间自相关图上来看，二三产业 GDP，时间阈值在 0.5h~2h 空间格局并不明晰，有大量区域未通过检验（白色区域）。而二三产业

从业人员除在 0.5h~2h 有大量区域未通过检验，3h~4h 未通过检验区域比 2.5h 多。2.5h 的阈值在通常所认为的 3h 一日经济活

动圈内，进而佐证了分析结果的可信度。因此可以认为时间距离的截取存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在下文进行经济活动与可达性关系

计算中时间阈值应当设置为 2.5h。 

③随着截取时间的增大，经济活动的中心外围趋势在 2.5h~3h 较为稳定。选择关联单元可达性时间越短，相互影响较弱，

因此 0.5h~1h 之间有大量区域未通过检验，区域集聚格局并不明显；选择关联单元可达性时间越长，纳入计算的单元增多，这

样会导致两种情况，一种为相互关联的单元增多，经济活跃地区产生联系，互相趋近，导致中心地带的出现，相反，经济活动

较少地区互相趋近，形成冷点地区（L-L区域），出现明显的经济活动中心外围地区；另一种情况，随着可达时间的进一步扩大，

关联单元增加过多，使得统计区域平均后的值越来越趋近于整体平均值，所以相互差异减少，影响也自然降低，因此形成的中

心外围可能会消失。在二三产业从业人员中 4hMoran’s I 低于 0.1，且在局部空间自相关图中，南部中心与外围区域出现了断

裂，若继续扩大时间阈值，则中心外围就会消失。 

④经济活动与可达性的中心外围区域在空间上具有相似性。在 2.5h最优空间关联下经济活动中心主要集中在苏南部分，而

外围区域主要为苏北地区，这与可达性的中心外围格局具有相似性。差异较大的有徐州、淮安、南通和南京，除了淮安外，这

些城市均在区域边界，但是经济活动较多。因此虽然可达性与经济活动空间分布有相似性，但是对经济活动分布并不是完全一

致，除了明显的中心外围外，其过渡区域也有一定差异，有必要对可达性与经济活动的关系进一步分析。 

3.3可达性与经济活动的关系 

根据上文分析，1%显著性水平下（P≤0.01），空间强正相关（Moran’s I≥0.2）时间阈值在二三产业 GDP 为 1.5h~3h，在

二三产业从业人员为 1.5h~2.5h。考虑到在二三产业 2.5h为空间关联最强，在 2.5h~3h 之间必然有回落区间使得 Moran’s I≥

0.2，因此确定时间阈值选择在 1.5h~3h之间，并据此设置空间权重矩阵，分析可达性与其他影响因素与经济活动的关系（表 2、

表 3）。 

 

 



①经济活动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具有空间依赖性。模型的空间依赖性系数先增高后降低，二三产业 GDP和从业人员均在 2h处

空间依赖性最高分别为 12.731 和 6.324，且通过显著性检验。在 2h 处拟合系数 R2 在 0.5 左右高于其他时间阈值。与上文空间

关联在 2.5h处最强相比，在添加与经济活动的相关影响因素后，经济活动的空间关联尺度有略微的变化，应该在 2h~2.5h 之间，

仍然在 1 日交流圈内。从多元分析模型来看，各个县域经济活动存在 2h 空间影响范围，在各县域 2h 范围内关联性较强，经济

活动具有空间依赖性。 

②经济活动人口比经济活动产值更趋向于空间分散。通常认为经济活动的人口和经济活动总产值在空间应该是匹配的，具

有相同的拟合结果。但是在统计中却显示，经济活动人口的空间依赖性在 1.5h 并不显著，空间依赖系数在 2h 也仅为经济活动

总产值一半。模型拟合系数 R2 也没有超过 0.5，从统计上说经济活动人口与经济活动总产值相比更趋向于空间分散。这可能是

由于，自 2002年以来，江苏自南向北产业转移过程中，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现研发部门和生产部门分离，即，生产人员

随着生产部门流入北部区域，而研发人员则留在了南部地区。 

③城镇经济活动具有马太效应。无论时间阈值取多少，区域不平衡因素中行政等级一直处于显著水平。这说明，城镇发展

具有一定的惯性，在区域发展中，政府与经济活动参与者大多会将有利于区域发展的优惠政策或经济活动放在省会或地级市政

府驻地的区域。相比周边一般县域，省会或地级市政府所在的县域在经济发展中占有一定的优势。 

④上海对江苏县域经济活动的作用大致在 1.5h时间范围内。上海对经济活动人口的影响并不明显，这说明上海经济活动人

口的增多，并没有产生溢出效应，没有出现二三产业人口增长饱和或其它原因使得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往江苏县域流动。而上海

对经济活动产值在 1.5h 出现了显著的正相关，说明上海经济活动产值的提高有助于距离上海时间距离 1.5h 左右的江苏县域经

济活动产值的提高，这可能跟科技水平的溢出效应有关。上海经济活动中包含的科技水平通过梯度转移，优先使得距离其 1.5h

内城镇受益，这与上文中加入上海计算可达性使得距离上海 1.5h以内的昆山、太仓等地成为可达性核心区相一致。 

⑤对大多数城镇来说，自身的经济活动对距其 2h范围内的其他城镇的经济活动有积极作用。城镇可达性在 1.5h 和 2h范围

内与经济活动空间是明显的正相关，在从业人员和产值都通过检验。此结果表明，城镇之间的经济活动是受到相互间交通便利

程度的影响，在其 2h范围内的其它城镇有溢出效应。即，自身经济活动对周边城镇有明显的积极作用，这个作用范围在距其 2h

之内。这一点对于江苏区域发展有积极的作用，如果改善城镇的交通，尤其是连接经济活动活跃城镇与欠活跃城镇的交通，使

其时间距离缩短到 2h以内将有助于活跃区域整体经济活动。 

4 结论 

第一，经济活动与可达性的中心外围区域在空间上具有相似性。在 2.5h最优空间关联下经济活动中心主要集中在苏南部分，

而外围区域主要为苏北地区，这与可达性的中心外围格局具有相似性。此外，可达性与经济活动空间分布除了明显的中心外围

外，其过渡区域存在一定差异。 

第二，城镇经济活动具有马太效应。城镇发展具有一定的惯性，在区域发展中，政府与经济活动参与者更喜欢在行政级别

更高的区域实施有利于区域发展的优惠政策或经济活动，高行政级别的县域在经济发展中占有一定的优势。 

第三，上海对江苏县域经济活动的作用大致在 1.5h时间范围内。上海对经济活动人口的影响并不明显，上海经济活动人口

的增多，并没有产生溢出效应，使得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往江苏县域流动。而上海经济活动中包含的科技水平通过梯度转移，优

先使得距离其 1.5h内城镇受益，二三产业产值出现溢出。 

第四，经济活动人口比经济活动产值更趋向于空间分散。经济活动人口与经济活动总产值相比更趋向于空间分散。这可能

是由于 2002年以来，江苏自南向北产业转移过程中，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现研发部门和生产部门分离，即生产人员随着



生产部门流入北部区域，而研发人员则留在了南部地区。 

第五，对大多数城镇来说，自身的经济活动对距其 2h范围内的其他城镇的经济活动有积极作用。城镇的经济活动对以交通

建设连接的，在其 2h范围内的其它城镇有溢出效应。因此，改善城镇的交通，尤其是连接经济活动活跃城镇与欠活跃城镇的交

通，使其时间距离缩短到 2h以内将有助于活跃区域整体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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